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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
机制: 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例

忻 华 杨海峰

摘 要 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从 “权力场中心

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切入，考察英国智库在英国对外

决策体系的“塔形”架构中的位置，可以发现英国智库居于决策精

英、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学术界之间，是传递利益诉求、影响政

治决策的重要行为体，在英国对华决策机制中亦发挥着显著影响。作

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智库，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影响英国对华决

策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 ( 1) 通过研究项目和出版物形成间接影响。
( 2) 通过参加英国议会或内阁有关对华政策的专题会议，形成短期直

接影响。( 3) 通过“旋转门”体制，形成长期直接影响。皇家国际事

务学会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机制，既印证了 “权力场中心空间”和

“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亦体现出英国智库与美国和欧洲大陆智

库不同的特色。
关键词 英国智库 英国对华决策 影响机制 皇家国际事务

学会

在欧盟各成员国中，英国的智库数量最多、出现最早，对其政府决策体系

的影响最深刻。早在 1955 年至 1961 年间，在美国的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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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智库进入美国外交与安全决策体系的同时，英国最早的一批智库，如 “政治

与经济计划研究所”等，则进入内阁咨询体系，影响了英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

决策，参与构建了英国最初的决策认知共同体。休·彭伯顿和彼得·豪的研究

表明，英国智库与利益集团、政见社团、政党和决策精英一起，共同推动英国

政府实现了三阶段的决策范式转变，即从 1960 年代的福利主义导向转变为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导向。① 而比尔·考克瑟则认为，由于传统的行政官僚

体系、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党附属研究部门对突发性问题应对无力，保守党自

1970 年代开始，工党自 1990 年代开始，都逐渐倚重智库作为决策新思维的重

要源头，智库因而成为英国一种特殊类型的压力集团。② 而且，自 2007 年至

2012 年，英国每年新增一家智库。这表明智库作为影响英国决策的重要行为

体，在英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仍在提升。考虑到中英关系近年来出现的波折，

研究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不过，目前所见的国内外文献，对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机

制，特别是其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途径、方式与效果，尚无专门的研究。国

外的著述对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社会行为体在总体决策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

展开了理论探讨，并已提出一些范式和视角，③ 但鲜有文献专门集中阐述智库

在其中的位置与影响，亦未见到有文献借助现有理论工具，通过构建分析框

架，详细分析智库影响决策的具体案例。而国内已有的著述，虽然对国外智库

的总体状况以及当前形势下国外智库涉华研究的一般状况，做了不少很有价值

的研究，④ 但在理论应用与数据分析方面似有继续深入的空间。鉴于既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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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足，本文打算在梳理与智库相关的决策机制理论的既有范式与视角的基础

上，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范式，从 “权力场中心空间”和 “决策共同

体”的视角切入，对英国智库在英国对外决策结构中的位置与作用，建立起一

般性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家英国智库，即在全球智库多项排名

榜中位居前列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运用这一分析框架详细分析该智库对

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机制，意在为此类研究提供一幅针对具体问题的更清晰而

明确的理论图景。①

一、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的范式、视角与模型

现有文献关于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的解释，共有四种理论范式。 ( 1) 多

元主义。这一派理论强调影响决策体系的社会力量的多元性，认为影响决策的

各因素处于分散而不断变化的状态，智库是其中一种，与利益集团、游说团

体、政见社团 等 并 无 二 致，对 决 策 进 程 的 部 分 环 节 发 挥 有 限 的 影 响 力。②

( 2) 制度主义。这一派理论认为，制度的结构与功能制约着体系内各行为体的

运作规律，智库是其中的重要行为体，参与塑造决策体系的结构。要厘清智库

对决策的影响，就要首先分析决策体系的制度框架的特征。这一派理论认为智

库的影响力较强，但并未明确解释智库与核心决策层之外的社会力量结构 ( 如

学术共同体、舆论等) 的相互关系。③ ( 3) 精英主义。该理论对智库影响政治决

策的机制的解释，最早可见于美国政治学家赖特·米尔斯的著述。这一派理论认

为，智库为决策精英提供具有专业学理性的话语体系、理论视角和意识形态架

构，以论证其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因而智库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乃至决定着决策者的思维方式、政策偏好和话语表达方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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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新葛兰西主义。这一派的理论家从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文化霸权

的视角出发，忽略智库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强调其意识形态倾向，认为智库帮

助统治精英巩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非强制性权力关系，突出智库作为既成社会

形态的“守门人”的角色。①

以上述四种范式为基础，学者们从社会政治体系的宏观和中观层面出发，提

出了四种视角，用于分析智库对决策的影响机制。 ( 1) “权力场的中心空间”视

角。从布尔迪厄的“社会空间”与“权力场”理论出发，这一理论视角指出，

政治决策体系是由政治、财经、媒体、学术四个领域构成的复合空间，与决策相

关的信息与资源在此空间内流动，形成“权力场”，而智库居于此“权力场”的

中心，对决策体系的四个领域均构成影响。② ( 2) “决策共同体”视角。一些政

治学家运用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考察影响决策的多重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动态复合关系，进而指出，政治决策体系是由多种力量构成的 “决策共同体”
或“政策网络”，其内部各种力量的互动形成不断流动的政策过程，决策者为

处理复杂问题，必然依赖“决策共同体”内由专家构成的 “认知共同体”，而

智库则是其中之一部分。③ ( 3) “决策范式转换媒介”视角。彼得·豪运用制度

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分析工具，考察英国经济决策的变迁过程，他指出当既有范

式下的所有政策工具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决策体系就可能寻求范式的转变。此

时智库作为国家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媒介，提供新的范式概念，重塑政治精英的

决策范式。④ ( 4) “话语联盟”视角。另有学者依据建构主义的理论工具，考察

决策过程中的观念建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政治决策体系是拥有

共同的社会概念的建构体系的一群行为体，借助共同的话语与概念结构表达其利

益诉求与政策偏好，而智库是其中能够为决策议题进行话语建构的重要行为体。⑤

决策本身尽管包含复合的互动架构和明确的规则程序，但终究仍是决策者

脑中的思维活动，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和多变性。研究者虽然能将决策体系

进行细分，析出其中各类影响因素，但仍很难确凿地证明各类因素对决策者的

影响途径与方式。因而研究者有时将决策体系称为 “决策黑箱”。不过，研究

者运用以下三种模型，仍可对智库影响决策的具体方式作出解析。 ( 1) 霍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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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模型。这一理论较简明，但只能评估智库即时和直接的影响力，而不能分析

其长期的和间接的影响力。① ( 2) 整体影响力模型。这一模型将决策体系分为

中心 ( 政府) 和外围 ( 一般公众) ，并指出在中心和外围间，有不同因素聚集

形成的专业知识组群对决策形成综合影响，但对组群与决策体系的相互关系并

无清晰的描绘。② ( 3) 智库影响力四要素模型。美国学者詹姆斯·麦克甘认为，

智库影响力可细分为四项要素: 资源 ( 包括资金、人才、人脉网络、智库信

誉) 、产出 ( 指智库之研究成果) 、对外服务 ( 与媒体和政府官员联系的程

度) 、冲击力 ( 研究成果被媒体和政府采信之程度) 。这一模型对智库影响力的

各方面做出了总体概述。③

上述的范式、视角和模型为智库影响力研究提供了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分

析工具。然而，在分析智库对特定政治决策体系的影响机制时，现有文献仍缺

乏必要的解析精度。特别是，关于特定政治体系的内部层级关系，关于智库向

决策体系施加影响的具体方式，关于特定政治体系受到智库影响的具体部位与

运作环节，现有文献仍缺乏结构与数据上的精度。有鉴于此，本文为智库影响

力的研究设计了一个分析框架，并聚焦于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机

制，将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英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作为案例展开详细分析。

二、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影响机制的基本架构

1. 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基本结构

与美国基于成文宪法典、按照系统的制度设计而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不

同，英国政治体系作为最早形成的代议民主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特征，

其内部的层级结构与权力流转相对美国更为繁复和曲折，因而对英国政治决策

架构的理论概括就更显困难。目前用于分析英国决策体系的模型主要有两种:

“俄罗斯套娃模型”④ 和 “蛛网模型”。⑤ 这两种模型都将英国的行政决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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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若干层次，并区分出掌握最高决定权的核心部门与功能性的外围部门，

梳理出资源、信息、利益诉求与权力的流动方向，但都局限于分析英国行政体

系本身，而未将影响决策的社会各领域纳入考察范围。因而要阐述英国对外决

策体系的全貌，就需要更加宏观而精细的模型。
实际上，在一个现代决策体系中，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策偏好，

都会从最基层的草根社会通过特定渠道逐层向上传递和汇集，而决策者则借助

一定的制度架构对其进行筛选和处理。因而介于执政精英和草根社会之间的政

党、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等力量结构，是一国决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本文从精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出发，借助“权力场中心空间”和

“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在综合考察英国社会各部分参与对外决策的概貌

之后，对上述两种模型进行拓展，得出了如图-1 所示的“塔形”模型。在五个

层次、多个主体构成的英国对外决策的共同体中，英国议会涉及外交政策的各

委员会和首相领导下的内阁，是其外交决策之最终决定者，居于最核心的位

置; 而英国智库则构成这一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凭借其掌握的专业资

源和提供的专业服务，通过与各方之间的联系渠道，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

求、政策偏好与政见立场向对外决策的核心层传递，对核心层的决策活动进行

观察和解读，借此对英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

图-1 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塔形”结构

“权力场中心空间”的理论视角强调智库居于 “权力场”的政治、财经、
媒体、学术四个领域之间的中心位置，是“权力场”的信息和资源在四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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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流动的中转站。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则强调影响决策的各要素的社

会整体性，认为最高行政部门之外的各种力量都具有影响力，形成共同发挥作

用的整体。图-1 表明，英国智库恰好处于英国对外决策体系这一多层架构的

“权力场”的中心位置，介于政党、利益集团、学术界、媒体界、财经界、基

层公民社会和政治决策精英之间，是英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共同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而，图-1 印证了 “权力场中心空间”和 “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

角，阐释了“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范式的理论图景。
2. 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机制: 方式、路径与架构

作为“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范式的自然延伸和细化，“权力场中心

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视角能够提供一般性的阐述，但要更加清晰地描绘

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则需进一步构建相关的分析框架。通过列举和区分智库

影响决策的各种方式与手段，界定其性质与特点，探寻和梳理其发挥作用的路

径，可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智库在 “权力中心场”中的位置，揭示智库与 “决策

共同体”其他部分的关系。具体而言，分析框架的构建可分两步进行。
首先，可建立关于智库影响决策的方式的二维坐标系。目前研究智库的文

献，将智库与最高层决策者之间的互动结构称为 “思想的市场”，并列举了智

库影响和塑造公共决策活动的一系列方式与手段。① 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影

响力发挥作用的时间与强度，将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划分为短期间接、短

期直接、长期直接、长期间接四种类型，放入图-2 所示的二维坐标系中，从而

勾勒出智库影响决策的诸多方式与手段的特点与相对位置。

图-2 智库影响决策的主要方式

图-2 坐标系中界定的智库影响决策的四种类型十一种方式，并非在决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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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elson，A Capitol Idea: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pp. 163-182; James G. McGann，The Comp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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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所有层次和所有部门均适用，有些方式和手段只能在特定层次的特定场合

发挥作用。根据现有文献和决策实践的信息，将智库发挥影响力的这四种类型

十一种方式，与英国对外决策的 “塔形”结构的五个层面十一个主体联系起

来，逐对分析英国智库对其对外决策体系的每个主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可以

理出英国智库对英国决策体系各部分发挥影响的路径分布，如图-3 所示。

图-3 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基本机制

从图-3 可以看出，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不同方式，经由不同

的路径，对决策体系的不同部分发挥作用。其间接影响方式可对决策体系所有

部分都发挥作用，而直接影响方式则一般只对这一体系最核心的决策中枢发挥

作用。总体而言，英国智库通过四种方式，对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五个层面施

加影响，构成了频繁互动的复合体系，这一体系就是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

策的基本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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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

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范式，“权力场中心空间”和 “决策共同体”的

视角，都为进一步探析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外决策的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1 所描绘的英国对外决策体系，既勾勒出英国对外决策的 “权力场”概

貌，亦展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 “决策共同体”的具体结构。在这些范式和视

角的基础上，图-3 对英国智库施加影响的路径体系的阐释，则为厘清英国智

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具体运作方式与途径，提供了一个较清晰的分析框

架。从这一分析框架出发，可以对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政策的机制展开详

细考察。下面，本文选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作为分析对象，以数据统计

和实证分析等方法，解析这一全欧洲最顶尖的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

方式、途径与特点。
1.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间接影响: 研究项目与出版物

典型意义的智库，即非赢利性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其主要功能在于充当

决策者的“外脑”，对当前决策体系最关注的重大政策议题展开分析，提供咨

询，而能够体现其“外脑”功能的最直观的物质形式，当属智库出版物。由于

出版物一般都是特定研究项目既有成果的总结，因而对出版物之分析，离不开

对智库相关领域和议题的研究项目体系的关注。进而言之，智库若要使研究项

目获得成功，就需要从“权力场”的各个领域汲取资源和信息，并尽力提升其

研究项目与出版物的知名度，形成自身在 “决策共同体”中的品牌效应。因

而，如图-3 所示，智库的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对决策体系的每个层面都能发挥间

接影响力。
有鉴于此，可以关注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华研究的项目体系及其出版物，

以测量其对英国对华决策的间接影响。凭借从欧盟决策机构、英国政治体系、
相关利益集团和社会公共领域获取的研究资源，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已形成关于

中国问题的常设性的研究项目体系，组建起固定的专家团队和项目管理团队，

密切追踪中国形势，定期发布有关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目前，该智库有关中国

问题的主要研究项目如表-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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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涉华研究的主要项目

研究项目名称 中国现状研究 欧洲中国研究与咨询网 中国与国际人权体系研究

研究项目
之子课题

①中国政治研究; ②
中国经济研究; ③中
国对外关系研究

①中欧政治、经济与社
会关系研究; ②中欧战
略伙伴关系研究; ③中
欧高层经贸对话; ④中
欧高层民众对话研究

①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理
事会等国际人权机构的情
况; ②中国对国际人权体
系及相关 国 际 法 的 贡 献;
③中国对外关系对国际人
权体系之影响

研究资助方 常规资助来源，具体
不详

欧盟 主要 资 助 方 为 橡 树 基 金
会，辅助资助方为皇家国
际事务学会研究创新基金

研究资助金额 不详 总预 算 为 250 万 欧 元，
自 2011 年 1 月起，为期
三年

不详

研究协作方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
心、香 港 中 文 大 学、
英国华威大学

英国诺丁汉大学、爱尔
兰戈尔韦国际发展研究
所、德 国 史 太 白 有 限
公司

英国华威大学

专家团队
负责人

凯利·布朗博士 ( Dr.
Kerry Brown ) 和 提
姆·萨默斯博士 ( Tim
Summers)

凯利·布朗博士为项目
主管，诺丁汉大学的华
人教授姚树洁和宋丽娜
进行协调和运作

肖恩·布思林教授 ( Shaun
Breslin) 和索尼亚·斯科
茨 ( Sonya Sceats)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官网信息整理。

智库对研究项目的运作依赖外界资金的注入，因而智库接受资助的渠道分

布能够反映出该智库从 “权力场”汲取资源的能力，体现出该智库在 “权力

场”和“决策共同体”中的相对位置，亦能显示出决策体系对特定领域与议题

的关注度。虽然尚难查到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华研究的三个主要项目的资助来

源的确切数据，但“权力场”的资源向该智库流动的路径与规模，从表-2 仍可

窥见一斑。

表-2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项目直接资助来源之分布

研究项目资助者类别
长期提供资助的

合作伙伴
主要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一般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当年临时

捐赠者

英国官方机构 ( 包括
政府和军方)

3 家，即英国外
交 部、国 防 部
和国际开发部

2 家，即英国卫
生 部 和 英 国 国
防科技实验室

2 家，即英国陆
军 和 环 境、食
品与农村事务部

其他国家政府部门 3 家 4 家 10 家

外国驻英使馆 1 家 3 家

欧盟官方机构 3 家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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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研究项目资助者类别
长期提供资助的

合作伙伴
主要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一般研究项目的

资助者
当年临时

捐赠者

欧盟以外的国际组织 4 家

大型公司 8 家 1 家 25 家 3 家

金融机构 ( 包括一般
商 业 银 行、投 资 银
行、信托基金)

2 家 1 家 7 家

律师事务所 2 家

民间组织 ( 包括政见
社团、慈善团体、基
金会)

12 家 14 家

智库和学术机构 ( 包
括政党基金会)

2 家 11 家 1 家

总计 16 家 25 家 79 家 7 家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 2013 年度报告整理。

表-1 和表-2 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涉华政策的 “权

力场”与 “决策共同体”中的位置。一方面，其对华研究的三个主要项目的

专家团队负责人，都在知名大学的中国研究院系拥有全职教席，如凯利·布

朗博士就职于悉尼大学，肖恩·布思林教授就职于华威大学，而提姆·萨默

斯博士就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其专家团队的成员都是有关中国问题研究的英

语学术圈内的专家，而且其研究项目的资助来源包括其他智库和学术机构。
这都显示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 “权力场”中的学术这一领域的千丝万缕的

联系。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军方、大型公司和金融机构，都是其研究项目

资助的重要来源，其中自然会有一部分资源流入涉华研究，同时其 “欧洲中

国研究与咨询网”项目更是以欧盟为主要资金来源，这说明在涉华研究领

域，该智库与政界和财经界维持着紧密关系。因此，凭借其对华研究的项目

体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与 “权力场”中的政治、财经和学术这三个领域都

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关于中国问题的各专业研究机构，构成了关于对华

政策的 “认知共同体”，成为范围更广的对华政策的 “决策共同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而表-1 和表-2 也反映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 “决策共同体”中

的位置。
以表-1 所列的三个研究项目为基本框架，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涉华研究高

效运转，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的形式问世，可谓数

量巨大，卷帙浩繁。该智库的出版物分为三个层次: ( 1) “短、平、快”的通

讯 ( newsletter) 和政策简报 ( policy brief) ; ( 2) 周期和篇幅稍长的工作论文

( working paper) 、专题报告 ( special report) ; ( 3) 周期和篇幅最长、内容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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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性最强的学术专著。那么，该智库关于中国问题的出版物，究竟是否对英

国对华政策产生了影响，其影响达到了何种程度呢?

如图-4 所示，笔者统计了自 2003 年初至 2012 年底的十年间，该智库关

于对华政策的出版物的数量和同时期英国议会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数量，对

两者的变化节奏进行了比较，看到两者明显存在两种关联。一是两者的增长

前后相继，即该智库关于对华政策的出版物的数量达到峰值后一到两个季

度，英国议会关于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会议数量亦达到峰值。另一种方式

是两者同步增长，同时达到峰值。按照一元线性回归的原理，使用 Excel 统

计软件对两者进行测算，得到的相关系数 r 为 0. 5371 ; 使用 SPSS 软件对两

者进行测算，得到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0. 227。虽然从数理统计的角度看，

两者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但考虑到政治决策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这样的统计

结果表明，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出版物对英国对华决策的间接影响，虽难以

清晰估算，但确实存在。

图-4 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出版物的数量变化与
英国议会的相关会议之数量变化速度 ( 2003 年第 2 季度—2012 年第 4 季度)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和英国议会的官网信息统计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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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对华研究的项目体系与出版物，可以发现智库

对决策的间接影响的运作方式与特点。在对外决策的“权力场”中，智库通过

寻求研究项目的资助来源，与政治、财经和学术三个领域建立联系; 通过组建

研究项目的专家团队，与学术界实现频繁互动; 同时，智库会通过一定的公关

与推广方式，向媒体公布研究项目形成的重要出版物，寻求社会和决策层的关

注，从而形成智库与媒体的有机结合。智库的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对决策者的影

响是潜在和间接的，因为很难确认决策者到底是否阅读了智库出版物，亦难以

弄清决策者通过何种渠道、以怎样的方式阅读了这些出版物。但这种间接影响

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高度的复合性，能够对 “权力场”的四个领域都发挥

作用。
2.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短期直接影响: 参加议会和内阁专题会议

彼得·哈斯指出，“决策共同体”的政治精英在遇到具有高度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的问题时，必然求助于由专业化的 “知识精英”构成的 “认知共同

体”，而 “知识精英”则借助自身的专业权威，通过观念建构的方式，引导

决策者接受特定的决策视角、价值理念与政策方案，从而对决策形成直接影

响。① 显然，智库就是这样一种 “知识精英”群体。如图-3 所示，在决策者

处理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时，智库通过参加议会和内阁的辩论会、听证会、小

范围讨 论 会 等 形 式，为 其 提 供 决 策 咨 询，这 是 智 库 直 接 影 响 决 策 的 重 要

方式。
英国议会遇到比较重大或争议较多的复杂议题时，常会举行辩论会、听

证会等专题会议，邀请利益相关方和专业人士参加，以了解该议题的真实情

况与细节信息，而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常在受邀之列。该智库常以提交书面意

见或派专家出席并接受询问等形式，在英国议会关于对华政策的专题会议上

提供专业数据与信息，陈述自己的观点。据笔者统计 ( 详见表-3 ) ，自 2002
年初至 2012 年底的 11 年间，英国议会就对华政策的 5 个议题，举行了 38 场

专题会议，该智库共参加了其中 4 个议题 ( “中国崛起对英国的影响”、“中

英双边贸易与投资”、“中国与低碳增长之关联”、“新形势下的中欧关系走

向”) 的 7 场专题会议，其参会数量占英国议会此类会议总数的 18. 4%。这

表明，该智库对英国议会对华决策的影响力，在各类影响力的总和中，约占

1 /5 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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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在对华政策议题上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参加

英国议会专题会议之统计 ( 2002—2012)

项目
英国议
会机构

关于对华
政策的议题

对该议题的
辩论与审议

时间

专题会
议总数

皇家国际事
务学会参会

数量

参会数占该
议题会议总

数之比例 ( % )

下
议
院

下院外交委员会
中国的崛起对
英国的影响

2003—2006 6 3 50

下 院 商 业、创 新
与技能委员会

中 英 双 边 贸
易与投资

2002—2011 10 2 20

下 院 气 候 与 能 源
变化委员会

中 国 与 低 碳
增长之关联

2010—2012 2 1 50

下 院 国 际 开 发 委
员会

英国对外开发
援助与中国

2007—2009 3 0 0

下议院总计 2002—2012 21 6 28. 6

上
议
院

上 院 欧 盟 问 题 委
员会

新形势下的中
欧关系走向

2008—2010 17 1 0. 059

上、下两议院总计 2002—2012 38 7 18. 4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英国议会网站信息统计数据并制作。

英国议会举行的专题会议，不论是辩论会还是听证会，都是公开进行

的，且邀请多方参加，留下一定的记录，其活动信息有案可查。而英国内阁

行政体系，在遇到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议题或复杂程度较高的突发问题时，也

会召集智库专家举行小范围的政策讨论会，这常被称为 “政策吹风会” ( pol-
icy briefing) 。由于这类研讨活动是行政系统的高端决策者与特定智库专家面

对面的直接沟通与交流，与议会专题会议相比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专业性，

因而对智库而言，这是施加直接影响的重要场合。但与英国议会的专题会议

不同，此类 讨 论 会 往 往 是 非 公 开 的，无 法 查 到 具 体 信 息。尽 管 如 此，彼

得·哈斯对 “认知共同体”直接影响决策的方式的归纳，仍能从皇家国际事

务学会参加英国议会专题会议的情况中得到印证和诠释，即决策者对高度复

杂和不确定的问题的解读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认知共同体”为决策者

提供的观念建构。
3.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长期直接影响: “旋转门”体制

“权力场中心空间”的理论视角，从政治、财经、学术、媒体四个领域界

定了智库在“权力场”中的相对位置。而 “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则阐

述了包括智库在内的知识精英形成的 “认知共同体”与决策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但这两个理论视角都未阐明信息与资源在智库与决策者之间流动的具体渠

道与方式。有关“决策共同体”的文献使用了 “铁三角”的概念，认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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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行政官僚体系和利益集团与游说团体三者组成了决策过程的核心群体，

并且相互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① 但其未论及包括智库与 “铁三角”之间

的关系。实际上，信息和资源在智库与决策体系之间流动的重要渠道，除了前

文已分析过的研究项目体系之外，当属 “旋转门”体制，透过 “旋转门”体

制形成的人事关联，亦可更为清晰地窥见智库等 “认知共同体”与决策核心的

“铁三角”之间的关系。

在英国决策体系中，自 1970 年代末期开始，以保守党为代表的右翼力量

重新执政，重视发挥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智库职位成为一些政治家寻求晋

升的重要通道，智库与决策层之间的 “旋转门”机制迅速强化，以至于有学

者认为，自那时起英国智库追求价值中立和学术卓越的传统被 “掏空”了。②

英国学者戴安·斯通进而指出，英国智库对政府的长期直接影响力与其说来

自于出版物，不如说来自于人力资本。③ 因此，正如图-3 所示，对皇家国际

事务学会的 “旋转门”体制的分析，有助于评估其对英国决策体系的长期直

接影响力。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人事组织结构包括七层: ( 1) 名誉领导层，即该

智库的保护人，亦即英国女王; ( 2) 会长，共有三位，分别来自英国三个主要

政党的最高领导层，都是在英国政治决策层长期任职的资深政治家: 自由民主

党的艾什顿爵士，曾担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资深领袖约翰·梅杰，曾担任英国

总检察长、女王法律顾问的工党律师帕翠西亚·詹尼特; ( 3) 理事会，由该智

库成员选出; ( 4) 董事会; ( 5) 高级顾问委员会; ( 6) 研究专家团队; ( 7) 行

政管理团队。其中，前四层，即保护人、会长、理事会、董事会，是皇家国际

事务学会的领导层，且不少成员都由外单位人员兼任，并非其专职工作人员。

研究专家团队中也有不少人是在该智库兼职，同时在其他大学拥有全职的教

席。此外，该智库还设有财务委员会等机构。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亚洲研究团队共有 14 名专家，其中专注于中国

问题研究的有五位。这五位专家都懂中文，能够使用汉语交谈。其中凯利·布

朗博士在 2000—2003 年期间曾担任英国驻华使馆一秘; 提姆·萨默斯博士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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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Gordon Adams，The Triangle: The Politics of Defense Contracting，Council on Economic Priorities，New
York，1981; Hedrick Smith，The Power Game: How Washington Works，New York: Ballantine Book，1988; F.
Gregory Hayden，Policy Making Networks of the Iron-Triangle: Sub-government for Licensing Hazardous Waste Fa-
cilities，CBA Faculty Publications of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2002.

Andrew Denham and Mark Garnett，“A‘Hollow-Out’Tradition? British Think Tanks in the 21st Centu-
ry”，in Diane Stone and Andrew Denham，eds. ，Think Tank Traditions: Policy Ｒesearch and the Politics of Ideas.

Diane Stone，“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d Think Tanks”，in Frank Fischer，et al. ，eds.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Theories，Politics，Methods，Boca Ｒaton，FL: Taylor ＆ Franci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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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英国驻香港领事和英国驻重庆总领事; 罗德里克·维尔副研究员先后担任

过英国驻华使馆一秘、英国外交部主管中国与香港部门的副主任、英国外交部

亚洲研究组主任等职。换言之，这五位中国问题专家里，有三位拥有长期担任

英国驻华外交官或任职英国外交部涉华决策部门的经历，他们或多或少曾参与

英国对华政策的决策与实施。

上述信息表明，“旋转门”体制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

源，是其得以组建中国问题专家团队的体制保障。英国政府决策层的一些官员

在卸任后，往往会承担该智库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工作或其高层管理工作，从

而使该智库与英国决策层之间建立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形成密切的人脉网

络。总体观之，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当前与英国对华决策有关的人员，包括 “中

国研究”、“国际经济政策研究”两个研究团队以及该智库的理事、董事、高级

顾问三类高管人员。笔者对这三类人员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在对华政策研

究的有关领域，英国议会和内阁卸任官员担任该智库专家 ( 包括研究者和高

管) 占该智库在此领域专家总数的 82. 1%，其中英国外交部输送的专家人数最

多，占卸任官员担任专家总数的 39. 2%，其次为英国议会和财政部，各占

10. 7%。( 详见表-4)

表-4 从英国政界进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涉华研究相关职位的人员来源统计

团队成员

入职该智库
前的来源

中国研
究团队

与中国问题直接
相关的国际经济

政策研究团队

董事、理事、
高级顾问

总计

人数
占曾在英国政府
任职的专家总数

之比例 ( % )

英国议会 3 3 10. 7

英国内阁

前首相 1 1 3. 6
前国务大臣 1 1 3. 6
英国外交部 3 2 6 11 39. 2
财政部 1 2 3 10. 7
贸易与产业部 1 1 3. 6
交通部 1 1 3. 6
内阁办公室 1 1 3. 6
金融监管机构 1 1 3. 6
来自内阁总计 3 6 11 20 71. 4

英国检察与司法机构 2 2 7. 1

军方 1 1 3. 6

英国地方政府 1 1 3. 6

英国政党的管理机构 1 1 3. 6

来自英国官方机构者总计 3 7 18 28 100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人员状况统计并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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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广义的“旋转门”体制，还应包括从非官方领域进入该智库任职

者。据笔者初步统计，从英国官方体系 ( 包括议会、内阁、检察与司法、军

方、地方政府) 以外的领域进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担任理事、董事、高级顾问

的高管人员中，来自媒体、公司和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三个领域的人员约各

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总之，考察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 “旋转门”体制，可以看到，智库的 “旋

转门”不仅向官方决策层的各部分敞开，同时也向非官方的财经、媒体、法律

等领域敞开，进出“旋转门”的通道，是智库与 “权力场”四个领域交换信

息与资源的渠道。进而言之，通过“旋转门”体制，智库不仅对决策者发挥着

长期的影响力，而且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向最高决策者传递利益诉求的重要纽

带。在“决策共同体”理论的 “铁三角”模型中，智库应被视为介于利益集

团、行政官僚体系、立法机构之间的特殊主体，是三者间的信息与资源流转的

重要中介。

四、结 语

各国的政治决策体系一向不够透明。有些学者将决策体系称作 “黑箱”，

认为只能从“黑箱”接收与输出的要素来分析 “黑箱”的性质与特点。美国

政治学家阿贝森戏言，华盛顿最高决策层的内部人士如同披上了电影 “哈

利·波特”里的隐身斗篷那样，将决策过程的内在活动都隐藏起来，使政治科

学家们捉摸不透。① 确实，尽管代议民主制的运作受到规则与程序的制约，决

策活动究竟受到哪些因素何种程度上的影响，仍很难为外界感知。而且，英国

对外决策体系带有碎片化的特征，其决策权力的分布并不明晰，运作程序繁

复，研究更为不易，这使有关英国对外决策的影响因素与影响机制的研究，更

难建立起清晰而明确的理论图景。

尽管如此，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从 “权力场中心空间”

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切入，遵循图-3 提供的路线图，以皇家国际事务

学会为案例展开分析，仍可揭示英国智库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结构特征与运作

方式。具体而言，可以分析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在三方面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

响，即研究项目与出版物形成的间接影响，参加议会专题会议形成的短期直接

影响和“旋转门”体制形成的长期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究该智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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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英国对华决策的 “权力场”和 “决策共同体”中的确切位置，归纳资源

和信息在该智库与 “权力场”和 “决策共同体”各部分之间流动的渠道与

方式。
现代社会的各类问题高度复杂，变化迅速，牵涉多方利益，包含海量的信

息。小范围的政治与社会精英单凭自身的经验与手段，难以有效处理这些问

题，产生了对“外脑”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智库应运而生。但由于各国的政

治体制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各国智库对其政治决策者发挥影响的方式亦各不

相同。美国的不少智库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和党派色彩。其最顶尖的

智库云集在首都华盛顿的 K 街，与各类利益集团、游说集团、政见社团连为一

体，成为美国政治游说产业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美国智库能够从非官方

体系获取较多资源，发展成庞大的规模，且彼此间竞争激烈，变化迅速。欧洲

大陆的智库，包括各国和欧盟层面的智库，则更多地依靠官方体系的资源支

持，缺少美国智库体系的变化性和灵活性。通过对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考察可

以发现，与美国智库相比，英国智库多数规模较小，其顶尖智库追求意识形态

中立，不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 同时，英国智库体系由于对官方体系和非官方

体系的资源支持同样重视，因而与欧洲大陆的智库体系相比，具有更强的竞争

性和灵活性，变化更快。因此，英国智库自身及其对英国对华决策之影响，独

具特色，值得深入探究。

( 责任编辑: 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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